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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与战略产业技术追赶：
全球商用飞机产业的追赶策略

陈　 玮　 耿　 曙

【摘要】面对西方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不断封锁，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模式
才能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追赶？对此问题，学界围绕“市场主导”与“政府主
导”争论不休。论文结合战略产业技术特征与后发追赶理论，探索追赶策略与
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扶持模式所具备的行政长期指导与制度网络
协调的特征，能够满足战略产业对长期技术积累和技术整合的要求；并且，追
赶条件越落后，政府扶持模式对战略产业技术追赶的优势越明显。本文以全球
商用飞机产业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空中客车公司与中国商飞公司的技术追
赶历程，展现欧洲政府和中国政府如何通过间接（政策）与直接（国企）扶持
手段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追赶困难。研究结论表明：发挥政府以及国有体制对战
略产业技术追赶的优势，对中国赢得全球技术竞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为
当下中国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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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在战略产业或“卡脖子”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
贸易制裁，意图遏制中国的技术升级。面对外部的严峻形势，中国如何才能更
有效地推动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实现技术升级？为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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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瓶颈，党和政府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战略①。那么“新型举国体制”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还需要回到“政府如何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争
辩中。政府应该停留在纠正市场失灵还是应该更直接介入？对于该问题，既有
文献不论在理论还是经验层面都未取得一致结论（林毅夫，２０１２；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
２０１３）。新近研究也发现政府扶持模式对技术创新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
业中存在差异（李振，２０２１；Ｂｅｒｔ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２；路风，２０２０）。
上述发现引发笔者好奇：政府扶持模式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为何会产生产业差异？
对于目前中国至关重要的战略产业，政府扶持模式能否发挥效用？若能，又如
何发挥效用？

本文从产业技术特征入手，探索追赶模式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文章以
商用飞机作为战略产业的典型案例（黄琪轩，２００９；李巍、张梦琨，２０２１），并
分析商用飞机产业的技术特征及其制度要求。研究认为：政府扶持模式能够更
有效推动如商用飞机这类战略产业的技术追赶，其具备的行政长期指导与制度
网络协调的特征更有利于商用飞机的技术积累与技术整合。进一步而言，政府
扶持的上述优势随着追赶国家的落后程度越高而越大。本文以空中客车公司
（以下简称“空客”）和中国商飞公司（以下简称“商飞”）的技术追赶历程②，
论证了上述技术特征、发展模式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也进一
步厘清了“新型举国体制”在此类战略性产业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产业技术追赶的模式之争

后发国家应该选择何种发展模式才能有效推动产业技术升级？针对该问题，
学界长期存在“市场ｖｓ． 政府”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在推动技术创新
过程中到底应该起辅助作用还是引领作用。支持市场中心论的学者虽然承认市
场机制在创新领域存在失灵，但坚持市场仍然是引领创新的主要力量，政府只
需起到纠正辅助作用即可。因为创新活动的外部效应、公共品等属性，会导致
私人投资不足，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需要政府
进行纠正（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７；林毅夫，２０１２）。但是，政府的角色应该仅限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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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了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
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本文解释变量聚焦于技术能力层面，讨论技术追赶成功而非商业成功。就目前中国大飞
机的发展情况而言，虽然还不能预判其能否一定实现商业成功，但是中国在总体设计、气动布
局、系统集成和机体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技术突破。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指正与建议。



市场，如果过度干预，会导致更严重的寻租问题、削弱企业的创新激励（耿曙，
２０１９），以及产生资源错配问题（封凯栋、姜子莹，２０１８）等。

然而，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市场难以自发产生创新，所以需要政府引领或
创造市场（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３）。因为私人资本追求短期利润，厌恶幼稚产业的技
术创新风险（Ｌａｚｏｎｉｃｋ，２００７），难以协调众多主体（Ｃｈａｎｇ ＆ Ｒｏｗｔｈｏｒｎ，
１９９５），所以难以自发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换言之，不存在自发创新的市场，
也就失去谈论市场中心的前提。即便政府引领创新技术，由于技术创新的复杂
性与风险性（Ｎｅｌｓｏｎ ＆ 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２），仍然可能形成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困
境。历数“二战”后全球重大科技创新的来源，支持政府主导的学者发现，人
类技术的发展方向往往并非由市场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部门战略决策决定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３）。不仅如此，技术创新是一个需要积累与多方合作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仅风险高而且涉及主体多。从风险承担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的维
度来衡量，政府也更有能力投资高风险的创新行为、协调产业链中不同研发主
体（企业、研究机构甚至政府机构）的合作（Ｃｈａｎｇ ＆ Ｒｏｗｔｈｏｒｎ，１９９５）。因
此，面对技术创新，政府应该引导市场甚至直接进入私人资本害怕进入的领域。

实际上，不论市场中心还是政府主导的观点，都只看到了对方的劣势和己
方的优势。私人资本的确在诸如需要长期才有回报的产业技术创新面前望而却
步，然而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私人资本活跃于生物医药、新能源、通信技术、互
联网、软件等产业的创新领域（Ｂｅｒｔ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
的国有企业在高铁、核能电站等产业的技术进步也有目共睹（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２；路
风，２０２０）。由此可见，不论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模式，在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的实践中都各有斩获，也各有局限。所以，在探讨不同发展模式对技术创新的
作用时，还需要更细致地区分产业的类型与阶段（李振，２０２１）。换言之，不同
模式对技术创新的绩效，会受到产业自身技术和产业特质的影响。也因此，本
文接续聚焦如下关键问题：中国当下至关重要的战略产业具备哪些典型的技术
特征？这些技术特征又需要何种类型的追赶模式？

三、分析框架：战略产业技术特征及追赶模式

不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从经济效益角度，商用飞机都属于典型的战略产业，
因此本节以商用飞机为例，分析战略产业的技术特征及其适用的追赶模式。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６）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中概括了战略产业的典型经济性特征，具体
如下。（１）技术创新是竞争优势的源泉；（２）该产业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属于
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该行业中的参与者能享有规模经济、经验经济与租金；
（３）产业技术外溢效应很大。进一步思考上述特征不难发现，不论是不完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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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市场特征，还是技术外溢效应大的产业特征，都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息息
相关。大量管理学研究也证实，产业技术特征的确对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追
赶有着重要影响（Ｎｅｌｓｏｎ ＆ 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２；Ｍａｌｅｒｂａ，２００４）。那么，商用飞机这
样的战略产业又有哪些典型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又需要具备何种功能的追赶
模式与其适配？

根据产业创新系统（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ＳＩ）理论和复杂产品系
统（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ＰＳ）理论①，商用飞机是典型的研究开发投
入大、工程技术含量高、集成度高的产业系统（Ｈｏｂｄａｙ，１９９８），因此拥有一些
典型的产业技术特征。首先，商用飞机技术知识结构中存在大量的默会知识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Ｋｉｎｇ ＆ Ｎｏｗａｃｋ，２００３）。这源自飞机复杂技术集成系统的本
质特点。飞机作为一项复杂工程，必须经历漫长的设计、实验、制造和试用过
程。在此过程中，因为技术复杂性会造成各类不可预知的问题，所以在未进行
实操／试用时无法得知设计的产品能否成功。也因此，解决技术问题或最终成功
研制产品往往依赖大量的实际生产经验。这些经验无法体现在设计图纸或显性
资料中，也就成为一种不可转移的默会知识。正因为飞机研制过程中包含大量
默会知识，所以先行企业在创造新知识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为新企业／追赶者制
造了很高的技术壁垒。

其次，飞机产业的技术具有较高的积累性（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即新知识的
获取高度依赖旧知识。该特征源自两方面，一方面，前述默会知识特点使得新
企业只能通过实际参与生产循序渐进地获得技术知识；另一方面，该产业的复
杂产品特性也形成了技术知识数量多、难度高的特征，导致技术需要持续积累。
上述高积累特征要求新进企业在发展前期投入大量的资本进行人力培养与技术
学习，这种要求进一步提高了追赶企业的进入壁垒。

再次，飞机产业的技术具有较高的独占性（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即技术被模仿
的可能性低。因为飞机产业技术复杂且难以简单转移，很难被大规模模仿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所以追赶企业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技术。上述默会知
识、高积累性与高独占性的技术特征均意味着商用飞机企业的技术创新必须经
历长期学习与积累过程，无捷径可走。

最后，商用飞机高度集成的技术特征也意味着创新过程必须依靠跨企业的
深度合作联盟（Ｈｏｂｄａｙ，１９９８）。研制一架飞机所需的技术知识覆盖了机体结
构、复合材料、发动机系统、机电系统、航电系统等诸多复杂系统，所需零部
件多达３００—４００万个，供应商多达数千家。零配件和子系统技术的有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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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业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各个产业具备不同的技术特征，而适应这些技术特征的产
业创新制度是不同的。本质上，各个产业的创新是产业技术与产业制度共同演化的结果
（Ｍａｌｅｒｂａ，２００４）。



只有在设计、应用、联结其他配件／系统的整个过程都成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每一步都需要合作企业提供大量真
实信息，而且需要合作者彼此了解与信任。因为高度集成的技术自起始设计阶
段就要求合作各方对创新路线具备“事前同意”的默契，这种“事前”默契只
能基于信任与了解方能达成。同时起始路线选择与创新过程的每一步成败又依
赖每一个合作方的行为，意味着合作者需要共同承担风险（Ｈｏｂｄａｙ，１９９８）。也
因此，这种“一损俱损”的合作模式使得高度集成技术产品的合作方不得不共
享信息、彼此信任、共担风险。

商用飞机产业因具备上述默会知识、高积累性、高独占性以及高集成性技
术特点，所以成为典型的进入壁垒高、研发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产业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Ｍａｌｅｒｂａ，２００４），也对追赶模式提出了相应要求。技术知
识的不可转移与高积累、高独占性特征，使得该产业中的落后企业平均需要花
费１５—２０年时间才能掌握相关知识。而一架喷气式飞机从设计、试验、制造到
启动生产，至少需要２０—４０亿美元（Ａｒｉｓ，２００４）。因此，商用飞机产业技术追
赶所需的制度模式必须能够为追赶企业提供长期的、可观的资源投入。与此同
时，商用飞机高度集成的特征使得航空产业中成功的总装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
普遍都保持风险共担、深度且长久的联盟，进而共同研发新技术（诺兰等，
２００７）。也因此，研发像商用飞机这样的集成产品，所需的追赶模式还必须保证不
同企业能稳定地长期合作（Ｄｏｓｉ，１９８８）。正如学者指出，在战略性高技术产业，
需要超大规模资本与人力投入以及高效的组织体系才能推动整体技术进步（李振，
２０２１）。那么回到本文的初始问题：政府扶持和市场主导这两种模式哪种更适用于
战略产业？本文接续分析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与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

首先是政府扶持模式。政府扶持既包括间接手段，如国家通过各类政策引
导企业或组织进入产业；也包括直接手段，如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产业
发展。根据既有文献对政府扶持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政府扶持模式在资源
配置与组织协调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特征。该模式一方面通过行政指导影响资源
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网络组织协作。上述特征也塑造了政府扶持模式的典
型功能。不同于市场逻辑讲究比较优势与短期盈利的特征，行政指导逻辑下的
资源配置，既可以打破比较优势规则，如日本、韩国等发展型国家在追赶时扶
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２；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８９）；也可以不受市场
短期波动影响进而追求长期产业目标、长期提供资本与人才。在此条件下，接
受政府扶持的企业不必担心短期利润损益，更有能力投入到具备长期目标的项
目中（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３）。虽然政府扶持可能导致企业被软预算约束、组织僵化
等因素拖累，但既有研究发现，政府扶持的企业的确因遵循行政指导而投入到
收益更长、外溢效果更大的项目（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此外，政府扶持还能够为企业提供广泛且稳定的制度网络。该制度网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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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为企业与国有银行、公立科研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间的网络关系。该网络关系通常源自组织参与共同项目的互动经历，或相似的
体制背景，或受共同部门的行政领导，等等。其运作规则既非灵活的价格机制，
也非领导的个人意志，而是组织间的规则共识。所以，制度网络既不会因企业
管理人员或组织领导的变动而消失或弱化，也不会因外在市场的波动而解散，
而是依靠组织身份不断维持强化，进而演变为不因个体意志而改变的长期稳定
的关系。也因此，政府扶持提供的制度网络具备长期合作的可信承诺①。这种网
络支持不仅能为企业在融资与技术学习等方面提供可观的资源，更能稳定地提
供信息整合与合作的平台，降低组织间的协调成本，提高组织间共担风险的可
能（Ｓｕｎ ＆ Ｌｉｕ，２０１４）。

其次是市场主导模式。该模式在资源配置与网络协作两方面与政府扶持模
式截然不同。市场主导模式不仅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而且通过灵活的
网络组织协作。在以价格机制为指导的资源配置活动中，企业通常需要根据波
动的市场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企业对市场变化
更敏感。由于市场瞬息万变，所以企业难以追求长期投资目标，更愿意投入见
效快、收益高的项目（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５）。此外，市场网络的建立也主要基于价格
机制，因此该网络中的组织关系容易随价格波动而改变，情况严重时甚至解散。
这种不稳定性既塑造了企业灵活的应变能力，也削弱了企业间稳定的协作关系，
导致网络中的主体不愿意投入足够多的资金、人力与技术资源，也不愿意共享
信息，遑论共担风险。

综合分析战略产业技术特征与政府扶持和市场主导模式的特征，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与市场主导模式相比，政府扶持模式更能满足战略产业的技术特征需求，
因此能更有效推动战略产业的技术追赶。

政府扶持模式对技术追赶的作用机制表现为如下两方面。（１）政府扶持模
式遵循行政指导，能够发挥长期机制，为企业提供长远规划和长期风险资本，
为追赶企业的技术积累提供有利条件；（２）政府扶持模式更能建立稳定的制度
网络，促进协调机制，降低组织间的协作成本，为复杂产品的技术整合提供
保障。

上述两方面作用机制在落后国家条件下更为明显。落后国家在法律、产权、
市场制度方面不健全，私人资本更不愿追求长期目标进行技术积累。同时，由
于落后国家基础网络缺失，企业面对战略产业这种“不可预期”的高风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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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缺乏激励自愿参与合作并进行技术整合（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７）。所以，在产业
技术发展历史上，我们常看到落后国家政府直接干预并推动战略产业发展
（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８９）。正如格申克龙所言，经济发展条件越落后，市场与社会的动
员能力与组织能力越差，越需要强组织即国家出面干预产业发展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１９６２）。即越落后，需要的国家干预方式越直接。同样的逻辑也
适用于产业层面：产业越落后，追赶所需投入的资本与人力越多；产业越落后，
自发形成组织网络越难，需要的政府干预越直接。由此形成本文的一个推论：
发展程度越落后，需要越直接的政府干预模式才能实现技术追赶。

四、案例比较：空客与商飞的成功追赶

本节选择空客与商飞这两家商用飞机制造商作为典型案例展示政府扶持模
式的两个作用机制（如表１所示），进而论证本文的假说与推论。这两家企业的
共同特点是起步阶段都为落后企业，且选择了政府扶持模式进行技术追赶。二
者不同之处在于：（１）空客于１９７０年开始追赶，欧洲政府采用的扶持手段相对
间接。彼时空客在技术上与先行企业（美国的波音、道格拉斯等公司）的差距
相对较小，政府相对间接的扶持手段也能完成追赶目标。（２）商飞于２００８年才
建立，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以国企为中心的追赶体系，直接进入该产业。彼时
商飞与先行者空客、波音相比可谓是全方位落后，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生产的直
接干预方式则能够发挥更大的机制优势。

表１　 空客与商飞追赶策略比较
空客 商飞

落后程度 相对低 相对高
追赶策略 部分政策＋部分国企 国企体制

追赶机制 行政指导－长期投入－技术改进积累
制度网络－政策协调－技术整合

行政指导－长期投入－技术学习积累
制度网络－体制协调－技术培养／整合

效果比较 资源调度相对间接，协作成本更高 资源调度更直接，协作成本更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欧洲政府扶持与空客崛起
空客是全球商用飞机产业最成功的追赶案例（李巍、张梦琨，２０２１），也是

２０世纪政府扶持模式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该企业于１９７０年成立，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在喷气式客机市场站稳脚跟，并开启了与波音激烈竞争的序幕。２０００年后，
空客的订单量开始超过波音；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１年，空客的出货量超过波音。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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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客两家企业在全球航空客运市场中服役的飞机数量之比①，也从２００７年
２ １以上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１ ２，可谓平分秋色。那么，空客是如何崛起的？

１ ． 有限落后与政策特征
深入分析空客的技术追赶起点后可发现，空客在民用飞机制造技术方面并

非零基础，其技术落后的程度是“有限的” （Ｈａｙｗａｒｄ，１９９８）。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欧洲与美国在民用运输机制造方面的技术实力旗鼓相当。然而，“二战”直
接摧毁了欧洲的民航运输产业，导致“二战”后只剩美国有能力成功制造喷气
式民用飞机。“二战”后，欧洲也曾尝试研制涡轮喷气式运输机，但均以失败告
终。英国的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彗星”号是全球第一种涡轮喷气式运输机，
但该飞机因为性能不稳定，两年内发生多起空中解体级别的灾难性事故，导致
项目被迫中止。除此之外，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欧洲曾多次尝试研制
大型飞机，如英国的“ＶＣ １０”“三叉戟”“ＢＡＣ １ － １１”、德国的“ＶＦＷ ６１４”、
法国的“快帆”飞机等。然而，这些飞机均未取得市场竞争力。英、法合作的
“协和”号项目也因技术性能低而失败。总体而言，“二战”后的欧洲企业虽然
在喷气式飞机时代被美国企业淘汰，但欧洲企业实际仍具备较强的研制喷气式
客机的技术能力，与美国企业的技术差距是“有限的”。

那么在“有限的”差距面前，欧洲企业能否通过市场主导模式实现技术追
赶？实际上，空客成立之初并非没有争取过私人资本，但高昂的投入成本
（２０—４０亿美金）和超长的投入产出周期（１０—１４年）阻碍了私人资本的投资
意愿。最后，德国、法国、英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资助。据估计，空客飞机系列
中的每一款机型的开发运营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都是负的（ＧＲＡ，１９９０），也因
此在市场机制逻辑下，企业也很难获得私人资本的青睐。空客追赶时期在市场
中遇到的困境也是行业的普遍遭遇，私人企业／资本不会自发进入该产业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８）。即便是行业霸主、技术成熟的波音，其为新项目融资也时常
被私人资本拒绝，最终不得不依靠美国政府的长期支持（军品采购、ＮＡＳＡ和军
方在基础研发项目的投入等）才能保持稳定的利润并持续研发技术（ＣＥＣ，
１９９７）。所以，在“政府ｖｓ． 市场”模式的竞争中，市场主导模式的落败使得政
府扶持模式成为更理性的决策。面对“有限的”技术差距，欧洲最终通过政府
扶持模式完成了民用航空产业的技术追赶。如表２所示，欧洲政府通过跨国协
商给予空客全方位的政策支持。那么，欧洲政府的支持是如何通过行政指导与
制度网络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积累与技术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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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欧洲政府主要的扶持政策内容
政策维度 相关内容

决策结构 空客决策由跨国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ＧＣ）制定，该委员会由各国
政府部门官员担任

总体政策 １９７５年起，欧共体为欧洲飞机制造产业制定了特定的产业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
科学研究合作、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到法律和对外贸易等

金融政策

供给端：直接提供研制经费，资助大型客机及与其有关的研究；为企业提供无担
保、无限期、无利息贷款等；（间接资助）政策性银行（如欧洲投资银行）提供贷
款、债务减免
需求端：政府授意国有航空公司或授信航空公司购买空中客车飞机等

技术政策
１９７０年，联合航空局（Ｊｏｉｎｔ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ＪＡＡ）成立，统一欧洲航空产业的
技术安全标准、航空条例等。１９９１年，联合航空要求（Ｊｏｉｎｔ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ＪＡＲ） ＪＡＡ成员必须遵守协调一致的民航规章，该要求后续成为欧洲适航标准雏形

人才政策 如ＣＯＭＥＴＴ项目，通过建立跨国家、跨部门合作网络，强化技术资源流动、技能人
才的持续培养；如ＥＣＡＴＡ项目，训练年轻的飞机工程师

参与企业
总装企业：除德国空中客车公司，法国航宇和英国宇航，西班牙航空制造公司为完
全或部分国有；供应商：如法国斯奈克玛公司（发动机）、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
（机翼）等

注：ＣＯＭＥＴＴ 全称为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ＣＡＴＡ全称为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行政指导与技术改进
由表２中的决策结构可知，空客的实际决策者为各国政府官员，这保证了企

业的决策遵循行政指导的逻辑。在此逻辑下，欧洲各国政府对空客的扶持目标
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技术与政治的。政府扶持空客的目标并非仅仅制造出一种
可与波音或道格拉斯公司产品匹敌的喷气式飞机，而是要实现整个欧洲商用飞
机产业的崛起。为此，欧洲政府制定了长期而广泛的产业发展目标。不仅在单
一机型上做到耐心投入，例如，首款机型Ａ３００在１９６７年正式确立时，政府计
划６年后才能进入市场。即便在理想情况下，该机型到１９９０年都很难达到６００
架盈亏平衡点，所以需要做好至少２０年的长期投入准备（Ａｒｉｓ，２００４）。而且
在产业层面不断改进既有机型，执行产品系列化的长期战略，如陆续研制Ａ３２０
（１９８４）、Ａ３３０ ／ ３４０ （１９８７）、Ａ３８０ （２０００）、Ａ３５０ （２００５）①。

·２７·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２

① 括号中为正式启动年份。



得益于长期规划目标，欧洲政府在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给予空客的直接资助（包
括财政补贴、信贷担保等）高达２６０亿美元（Ａｈｒｅｎｓ，２０１９）。在此期间，法
国、德国、英国持续为Ａ３００至Ａ３４０总共提供了７７亿美元的启动援助，其中法
国２６ ２亿美元、德国３８ ６亿美元、英国１２ ２亿美元（ＧＲＡ，１９９０）。除此之
外，行政指导还引导欧洲投资银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ＥＩＢ）为空客提
供大量间接资助。１９７１年，ＥＩＢ给空客拨出了第一笔贷款；２０００年至今，ＥＩＢ
为空客至少提供了２６ ２亿欧元贷款（李巍、张梦琨，２０２１）。不仅如此，ＥＩＢ
还为配套企业持续提供资金，如英国罗·罗公司作为Ａ３５０发动机Ｔｒｅｎｔ ＸＷＢ研
发者，就多次获得ＥＩＢ贷款：２００８年获得２ ５亿欧元贷款，２０１５年再次获得
２ ８亿欧元贷款。

政府提供的超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让空客无须太过担忧短期亏损，进而能够
保持不断地投入研发每一个飞机型号，实现技术改进与积累。例如，自１９６７年
法、德、英三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研制Ａ３００起，空客已经持续研发该机型达
半个世纪。１９７２年首飞的Ａ３００Ｂ１就是空客用彼时最先进的技术改进后的机型：
提升了机翼的增升装置，增大了机身空间，实现可装载货物等功能（Ｓｐａｒａｃｏ，
２００６）。自此，空客开启了不断改进与积累技术的历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即便
空客开拓市场举步维艰，但来自政府的持续投入让其始终能够保持产品的开发：
研发Ａ３００Ｂ２ － ２００适应高原机场，研发Ａ３００Ｂ４远程型，研发Ａ３００Ｃ实现客货
两用功能，研发Ａ３００ － ６００增加载客量。１９７８年，空客在Ａ３００基础上通过改
进机翼、减少阻力，研发了Ａ３１０。虽然Ａ３００系列长期亏损①，但直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空客还在持续改进该系列，甚至研发出运输空客飞机的“大白鲸”
Ａ３００ － ６００ＳＴ型号。

长期的技术改进让空客积累了适应不同载客量、不同行程、不同环境与地
域的技术，为后续的型号开发奠定了基础。１９８４年，Ａ３２０的横空出世则更体现
出空客在技术改进与积累方面的成果。Ａ３２０使用了当时法国航宇最先进的电传
操作系统技术代替了传统的机械式操作系统，还采用了飞行管理和制导系统技
术，通过计算机控制飞机操纵和导航将商用飞机推入计算机自动化时代（Ａｒｉｓ，
２００４）。即便空客研发的多数机型都未能盈利②，但政府的持续投入给予空客继
续研发新机型的能力。２０１４年，空客吸收了Ａ３８０的驾驶舱和电子系统技术，
引进了新的机身截断面，推出Ａ３５０ＸＷＢ。在持续积累技术后，Ａ３５０ＸＷＢ获得
“新材料、新工序、重量更轻、交货时间更短”的优势（Ａｒｎｏｌｄ，２０１３）。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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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ＧＲＡ估算，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间，空客研发并运营的Ａ３００ － ６００ ／ Ａ３１０型号
的名义现金流为－ １２９亿美元。

Ａ３４０退出市场时仅售出３７７架，巨无霸Ａ３８０只售出２９０架就退出市场。



可见，正是依靠政府的长期投入，空客才能不断改进并积累新技术，最后在每
一个细分市场都能够对波音形成挑战。
３ ． 制度网络与技术整合
西欧政府除了制定长期目标、提供长期资源投入外，还利用政治协商与行

政政策推动建立了大量跨国家、跨层次、跨部门的制度网络，为空客协调技术
与人才资源，帮助其实现技术整合。这一跨国技术分工与合作网络的建立也是
促成空客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如前文所述，飞机作为高度复杂系统需要集成大
量高端技术，而西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高效掌握所有技术，所以跨国
合作成为必然选择。西欧各国政府通过政治谈判（Ａｈｒｅｎｓ，２０１９），以各国技术
优势为原则，建立了技术合作与工作量分工的网络。例如，法国凭借其机身设
计方面的显著优势，获得了大部分与机身研制相关的工作；英国拥有当时全球
最前沿的机翼研制技术，因此承担机翼部分的工作等。因为合作不受市场波动
影响，所以各国维持着长达数十年稳定的制度网络，核心工作内容的分工几乎
不变（见表３）。这种稳定性甚至不受各国政府首脑、执政党变动的影响。除此
之外，欧洲还通过各类行政政策建立并强化产业、高校与工程院校的技术与人
才交流，如表２中的ＣＯＭＥＴＴ项目、ＥＣＡＴＡ项目等。同样地，此类网络受政策
规则引导与约束，往往也能保持不受市场环境或个人因素的影响。

表３　 空客飞机研制主要参与国的分工内容与分工量①
Ａ３００

（１９６９年）
Ａ３２０

（１９８４年）
Ａ３３０ ／ ３４０

（１９８７年）
Ａ３８０

（１９９９年）
Ａ３５０ＸＷＢ

（２００６年）

法国 核心工作 驾驶舱至第一乘客门、中央翼盒、塔架
工作量（％） ３６ ５ ３６ ０ ３７ ５ ３５ ６ ３８ － ４０

德国 核心工作 前后机身部分
工作量（％） ３２ ３ ３２ ０ ３４ ０ ３５ ６ ３１ － ３４

英国 核心工作 机翼
工作量（％）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２３ ６ １８ ８ １８ － １９

西班牙核心工作 水平尾翼
工作量（％） ４ ２ ６ ０ 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总计（％） ９３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Ａｒｎｏｌｄ （２０１３）。
上述长期合作的制度网络不仅降低了组织间的沟通成本，还增进了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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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非核心部分的工作内容在各国之间的安排存在微小调整（Ａｒｉｓ，２００４；Ａｒｎｏｌｄ，２０１３）。
ＦｏｋｋｅｒＦＶＷ获得７％的工作。



信任，成功协调各类技术整合与技术创新活动，促成了空客乃至整个欧洲航空
产业的合作。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技术标准的协调统一。如表２所示，
１９７０年欧洲成立联合航空局（ＪＡＡ），意图在技术层面建立协调政企的网络，将
分散的企业标准统一为欧洲或国际标准。航空产业涉及百万零部件与成千上万的
技术标准，需要协调成百上千家供应商，所以统一标准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信息获
取与利益分配成本。ＪＡＡ建立的政企网络通过长期有组织的协调，最终于１９９０年
颁布《联合航空要求》，要求组织内企业必须遵循协调一致的民航规章。这一技术
标准（技术安全标准、航空条例）的统一大大促成了全欧洲航空技术的整合。

上述跨国家、跨地区、跨层次、跨部门的协调不仅大大提升了空客的技术
整合效率，也增强了地区航空工业的技术能力。不同国家、企业间的稳定协作，
提高了各方在合作中自我强化式的学习效应，帮助空客不断提升生产效率。随
着生产的持续，企业间的合作学习曲线（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不断上升，
实现了边际效益递增（Ｈａｙｗａｒｄ，１９９８）。主制造商与供应商的技术专业化程度
越来越强，技术集成效率显著提升。例如，空客生产第１架Ａ３００机身时，用时
３４万个工时；到生产第７５架机身时，用时缩减至８ ５万个工时；最终用时为
４ ３万个工时（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９２）。在不断的协调过程中，各国最优秀的工程师
不断进行思想碰撞，促进了技术知识的创新，加速了地区航空产业技术的升级
进程（Ｈｉｃｋｉｅ，１９９１）。例如，图卢兹的总装企业在飞机的研发过程中就保持与
所有合作伙伴的定期协调。这种协调不仅监督项目进程，还优化了设计工程与
管理系统，也提升了上游ＩＴ服务企业的技术。该技术提升不仅有利于图卢兹总
装企业，也辐射到了当地的次级供应商，促进了当地航空产业技术的整体升级。

（二）中国国有体制与商飞追赶
从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中国就将研制商用大飞机列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中

国于２００７年完成了Ｃ９１９的立项，２００８年成立商飞并作为主制造商，系统动员
整个国有航空体系资源（企业、研究院、高校）来共同承担Ｃ９１９的研制任务。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的商用大飞机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２０１７年Ｃ９１９首飞
成功，２０２３年首次实现商业运营。Ｃ９１９虽然采用的是“主制造商－供应商”
模式，但在整个研制过程中始终遵循“中国设计，系统集成，全球招商，逐步
实现国产化”的原则，实现了自主设计与集成创新，在技术上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突破（曾德麟、欧阳桃花，２０２１）。大飞机的总体设计、气动布局、系统集
成、总装制造，以及机头、机身、机翼、发动机吊挂、水平尾翼等都由商飞自
主设计完成。中国通过研制Ｃ９１９，在商用飞机制造领域建立起了符合国际标准
的产业链（陈伟宁等，２０１８）。那么，中国是如何实现上述技术追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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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极度落后与政策特征
虽然同为追赶者，但与空客的起点相比，商飞的技术基础显然薄弱得多。

如果说空客当时还有研制喷气式客机的技术基础，那么商飞在商用飞机领域可
谓从零开始。中国虽然在上世纪７０到８０年代曾经研制出“运１０”飞机，但在
技术上与波音、空客、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以下简称“麦道”）等公司差距
巨大。１９８５年“运１０”停产后，中国航空工业转型导致航空人才大量流失，富
有经验的中层人才稀缺（陈伟宁等，２０１８）。彼时中国民航技术与领先者的差
距，如Ｃ９１９总设计师吴光辉院士所言：

“我们研制Ｃ９１９基本上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没有什么研制经验，技术积累
很薄弱，人才队伍严重断档，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和试验设备也要从头干
起……波音已经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空客也快５０年了，而中国商飞是２００８年
成立的，还不到１０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波音、空客是大学生，甚至是硕
士研究生，那我们仅仅是小学生。”（陈伟宁等，２０１８：１３）

面对上述技术、价格、服务、市场声誉方面全方位落后的起始条件，中国
能否通过市场主导模式或民营资本推动技术追赶呢？历史上，中国在发展民用
航空产业时曾挣扎于市场化的“引进外资”与“自主研制”的道路选择。但多
次与外资公司合作的失败经历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合资的局限性。一方面，合资
的不稳定性导致企业难以积累技术，另一方面，商飞也难以获得关键技术。当
中国决定自主研制商用飞机时，彼时国内的民营企业可谓既无技术基础，又缺
资本。所以，政府只得不遗余力地扶持民航产业发展。中国政府出台大量高规
格扶持政策，将发展大飞机直接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五”计划开始确定发展航
空产业，奠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进一
步制定了更全面的政策细则。２００６年，直接将大飞机列为国家１６个重大专项之
一。此后国务院及各中央部委（民航局、工信部、外交部、财政部、科技部、
商务部、发改委等）相继出台发展民航产业上下游的政策，内容涵盖产业发展
的方方面面，包括市场拓展、财税优惠、金融支持、科技研发、人才培养等。
与此同时，中国启用整个国有航空体系执行技术追赶目标：以商飞作为主制造
商，给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后文简称“中航集团”）旗下的航空零配件企业
供应商机会①。从政策的制定到落实，中国政府的扶持手段比欧洲政府都更直
接、干预力度更大。那么，中国的政策是如何促进国内企业从零开始学习、积
累与整合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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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飞利用主制造商谈判优势，明确要求由合资公司提供部分组件和零部件。这一本
地生产的要求，为中国本土航空企业提供了向外资学习技术的机会。



２ ． 行政指导与技术学习
从中国将大飞机列为国家战略的举措就能看出政府扶持的目标绝非单个企

业的成败，而是整个国家民航产业的技术追赶与升级。也因此，政府规划了长
达数十年的发展目标。用１５年时间自主研制大型飞机并交付使用，不断实现国
产化替代；进一步打造系列产品，成功实现商业化（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商飞作为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央企，在遵循行政指导目标的同时也享受
到了行政指导带来的资源优势。这些基于长期规划的资源配置为商飞以及中航
集团旗下的众多Ｃ９１９供应商提供了技术学习与积累的机会。

受益于长期规划，不论是商飞还是中航集团，不仅能长期获得政府的直接
资助（如政府股权投资、成本补贴、政府采购等）和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
还能获得诸多中央部门的间接支持（如国家对基础科研项目的投入、税收优惠、
人才优惠等），以及整个国有体系的长期资源支持（Ｃｒａ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国家
对大飞机产业战略目标的定位，向国有金融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释放出强烈的
信号，激励这些企业长期投资中国的航空企业。也因此，２００８年商飞建立时短
期内就获得２４２亿注册资本（工信部，２０１８），其中实缴资本１９０亿，Ｃ９１９项
目获得超过７０亿启动资金（Ｃｒａ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之后，商飞能不断从国资背景
企业获得大额融资：如交通银行的４４亿元授信（２００９年）、金融市场５５５亿元
债券融资（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进出口银行５００亿授信融资（２０１５年）等。由此
可见，在中国更直接与广泛的政策干预下，中国商飞在获取资源的渠道和稳定
性上都更甚于空客。

上述长期投入为商飞创造了承担风险、投入研发、从零开始学习并积累技
术的条件。虽然也采取“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但与空客初始即掌握设计、
研制大飞机的技术起点不同，商飞需要从头学习。这意味着商飞需要投入更多
资源、承担更久亏损。得益于能够获得长期融资，商飞不必受困于短期的企业
利润。自２０１６年起，企业就处于不断亏损的状态，亏损额从８ ４亿元一路上升
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２亿元①。而这一“可预期的”亏损状态还将持续超过２０年。即
便如此，商飞也并未停止技术研发与学习进程。通过长期学习与积累，在总体
设计、气动结构与系统集成关键技术方面成功实现了技术追赶。

以总体设计为例，该技术过程承担了研制新飞机８０％的风险，既是研制飞
机的开端，也是顶端。完成总体设计不仅要在整体上了解技术、成本、性能等
各个维度的知识，还需要掌握它们在设计方案分解后的信息。因为每一款飞机
的性能、载客量、航程均不同，所以商飞在设计Ｃ９１９时，既没有历史数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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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公开资料的企业年报计算获得。



考，也无法借鉴他人参数，只能通过持续试验调整才能获得数据。而到了研制
结构件时，这种持续投入的特征尤为明显（曾德麟、欧阳桃花，２０２１）。商飞在
测试了７万个试验件、获得１４０万条数据后才确定了Ｃ９１９复合材料的规范标
准。为了研制超临界机翼，Ｃ９１９研发团队前后做了１０００多个设计方案，最后
选出４个进行风洞试验①。最后，在系统集成方面，长期稳定的投入给予了
Ｃ９１９研发团队承担风险、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机会。可以说，Ｃ９１９团队在航电
系统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技术突破。航电系统是飞机中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也是
中国航空产业的关键短板之一。在政府大力支持下，Ｃ９１９团队最终选择了从零
开始自主研制的决策，而非风险更低的国际供应商成套集成交付决策。研发团
队通过不断分解与集成，最终花费１０年时间培养了自主研制航电系统的能力
（陈伟宁等，２０１８）。经过漫长的技术积累，Ｃ９１９在系统件关键技术上的国产率
提升到了６０％。
３ ． 制度网络与技术培养
在行政指导之外，中国政府采用国有体制建立起更为紧密与稳定的制度性

网络。商飞由原上海航空工业、中航一集团、中航二集团等下辖部分企业组建
而成，这说明商飞本就是中国国有航空资源整合的结晶。基于相似的组织运作
逻辑与丰富的合作历史，商飞与中国航空体系中的供应商建立起了稳定的制度
网络。如作为商飞主供应商的中航集团，该集团下的众多子企业与商飞前身早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与麦道共同研制ＭＤ － ９０时就有共同协作的经历。基于过往协
作经验，中航集团承担了Ｃ９１９的静力试验、试飞试验、八大部分机体结构制造
（机体部分供应商如表４所示），与商飞合作研制了１７个机载系统，等等。此
外，商飞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全国２００多家企业建立
技术合作网络。除了在国企内部建立起稳定的协作网络外，共同的体制背景也
让商飞成功建立起“政－产－学－研”的合作网络。历史上，各航空类高校本
就为培养航空企业人才而建立，即便高等教育体系和国有企业经历多轮改革，
但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仍然持续至今。也因此，商飞能够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全国１２所顶尖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建立长期
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合作网络。由此可见，与欧洲通过跨国政府协商、颁布政策
建立制度网络不同，中国以国有体制构筑的制度网络则更紧密、更稳定。与欧
洲各国协商与政策引导的组织调配体系相比，这种制度网络协调成本更低，谈
判困境更少。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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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复合材料的使用让Ｃ９１９整体减重７％以上，而超临界机翼可以比传统机翼提升２０％
以上的巡航气动效率。这些结构件的改进大大提高了Ｃ９１９的竞争力。



表４　 Ｃ９１９机身供应商
机身部位 供应商

中段机身（含机翼、副翼等）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
前机身和中后段机身 江西洪都航空

机身整流罩、起落架舱门 中航哈尔滨飞机工业
机尾段机身、尾翼 中航沈阳飞机工业
机鼻段机身 中航成都飞机工业

副翼、扰流板、后缘襟翼、翼稍小翼、后机身尾椎 航天科工集团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制度网络在协调体系资源，整合、培养人才与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术的学习与整合离不开人才，因此，上述网络协调优势首先体现在人才队伍
建设上。因为处于同一航空体系内，所以在制度网络内搜寻人才信息、调配人
才资源的阻碍比在市场网络少得多。国有航空体系为商飞的人才培养与技术整
合提供了基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３）。不论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研制“运１０”飞机时培养的航空技术人才，还是在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与波音、
空客以及国际一流供应商合作中培养的国际化人才（Ｃｒａ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他们
都被招募至商飞，形成了明显的知识转移和人才整合。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
Ｃ９１９的总设计师和１０ 余名副总设计师均来自国有航空体系（陈伟宁等，
２０１８）。在人才培养方面，制度网络内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源源不断地为商飞培养
技术人才。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２００６年就持续与商飞合作开办大飞机培训
班，培训Ｃ９１９研发人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迄今为商飞输送了超过１０００名毕
业生，占商飞职工总人数的１ ／ １０。

除了合作培养人才，制度网络中建立起的合作信任也让“产－学－研”机
构更愿意整合研发资源，共同承担风险，攻克技术难关。如商飞成立时就与全
国２５家航空科研院所、７家航空制造企业、１３所高校的３００多名专家组建了
“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的技术联盟。这个联盟中的多数成员此后持续深度参与
了Ｃ９１９的研发。稳定的技术联盟，不仅有利于激发技术整合创新，也能降低沟
通成本，提高学习效率与研发效率。如高巡航气动效率超临界机翼气动设计关
键技术的突破，就是由上海飞机研究院牵头、中国国内气动设计领域１８家单位
百余名知名专家教授组成的团队完成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３）。
又如中国航空科工集团（三院３０６所）只用１个月就完成了３７个复合材料零
件，比原计划时间缩短了６０％。由此可见，不必经历另觅供应商所需要的寻觅
对象、议定价格、彼此磨合的漫长过程，长期的技术联盟大大地提升了研发与
生产效率。

·９７·

政府扶持与战略产业技术追赶：全球商用飞机产业的追赶策略◆



综合上述对空客和商飞的追赶起点、追赶策略以及追赶后果的分析，可以
发现政府支持（直接或间接）模式为战略性产业技术追赶实现长期技术积累与
技术整合提供了市场主导模式难以匹敌的必要条件。同时，比较空客与商飞的
差异也能发现，起点越落后，越需要政府通过直接扶持手段为技术学习、积累
与整合提供条件。商飞面临几乎从零开始的技术起点，不仅需要更多资金、更
长时间才能实现技术学习与积累，而且在国内也难以寻觅到符合国际标准的供
应商，需要更有效的组织协调能力建立产业链。因此，采用更直接的国企体制
作为抓手，通过行政指导获得更广泛与更持久的资源，通过国有体制为核心的
制度网络降低协调成本、促进合作共赢，才可能突破层层困境，实现追赶。

五、结论

２１世纪的大国技术竞争愈发激烈，能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事关
未来国运。“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早就提出要探索科技创
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效促进技
术创新？

本文以商用飞机产业作为典型的战略产业，尝试探索产业技术特征与后发
国家技术追赶模式的关系。研究发现，战略产业技术中存在的大量默会知识、
技术的高积累性、高独占性与高集成性特征，不仅要求追赶模式能够保障企业
长期投入资源与时间进行技术学习与累积，而且要能够为企业提供系统稳定的
组织网络进行技术协作与整合。研究认为，政府扶持模式具备行政长期指导与
制度网络协调两大特点，相较市场主导模式，在提供长期投入与组织协调方面
更有优势。特别在后发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政府扶持模式的上
述优势更为明显。空客与商飞的追赶案例也充分展示了政府扶持模式的上述作
用机制。

本文的发现在理论上回应了创新追赶模式的争议。面对学界对“政府ｖｓ． 市
场”的争论，本文认为不同模式在实践中各有优劣，需要针对产业技术特征与
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具体分析。战略性产业的技术特征为我们重思政府扶持模式
的优势与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因为政府扶持模式以及国有体制是
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文发现在政策层面也为建设并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思路。本研究选取的Ｃ９１９大飞机项目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典
型应用：采用了以国企为中心的技术追赶体系，动员全国航空体系资源并兼顾
国际合作。Ｃ９１９的技术追赶历程也展现出新型举国体制在长期投入与系统协调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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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优势。而纵观全球技术发展史，类似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屡见不鲜，无一
不应用于关乎国家军事、经济战略安全的产业技术领域，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阿波罗计划、ＤＡＲＰＡ电子复兴计划（ＥＲＩ），欧洲的伽利略计划，日本的第五代计
算机计划，等等。因此，中国若想完成“十四五”规划中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的国民经济战略目标，突破“卡脖子”技术枷锁，在未来愈发紧张的中美产业技
术竞争中突出重围，如何高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机制优势便至关重要。本文提
出的政府扶持模式在长期投入与系统协调方面的机制优势，则进一步明确了新型
举国体制可以有效作用的范围，为精准、高效发挥体制特色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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